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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法》与中国对外开放模式的转型

钟昌标

摘 要 从过去 4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实践的整体轨迹看，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由封
闭型走向开放型。无论从自身的实践看，还是就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而言，中国的对

外开放已然迈入全面开放、高水平开放的新征程，需要在依法治国的框架下推进制度型开放。

2019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简称《外商投资法》）是一部专门的外资法
规，它的出台重构了中国外资工作的基础性法律，顺应了中国外商投资法律制度与时俱进、

完善发展的客观要求。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意味着中国外

商投资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用法律手段保障外商投资政策稳定、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将

进一步提振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为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提

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也将在法律层面上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并使之有规可循、有法可

依，助推制度型开放模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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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由封闭型走向开放型。从过去 4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实践的整体轨迹看，中
国在对外贸易方面主要采取出口导向型贸易模式，即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以追求贸易顺差为主要目标；

在国际投资方面长期强调“引进来”，鼓励和吸引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实施“以市场换技术”战

略；在对外货币战略方面，执行弱势货币战略，资本市场不开放 [1]（P3-12）。
上述以鼓励出口、引进外资为主的对外开放模式，实际上是将外需作为拉动本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弱势货币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推动出口和吸引外资。在一个需求决定型的经济体中，从需求角度

寻求拉动经济的增长着力点是合理的，因而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随着中国

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推进，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由

“需求决定型”转变为“供给决定型”[2]（P13-20）。在新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国际竞争优
势，推动对外开放模式转型。

一、引言

无论是从自身的实践，还是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看，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然迈进全面开放、高

水平开放的新征程，需要在依法治国的框架下推进制度型开放。

中国的对外开放立法是从外商投资立法起步和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法》（1979 年）、《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1986 年）和《外资企业法》（1988 年），并在
2011 年推出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 年和 2017 年先后两次修订），2018 年出台了《外商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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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 年 3 月 15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以下简称《外商投资法》），该法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外商投资
法》是一部专门的外资法典，它的出台重构了中国的外资基础性法律，顺应了中国外商投资法律制度与

时俱进、完善发展的客观要求。

外商投资在中国过去 40 年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实践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在促进技术进步、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增强中国企业适应

国际竞争规则等方面，外商投资仍然会发挥重要作用。《外商投资法》的出台有助于营造法治化的市场

环境，吸引更多优质外资，对推动中国高水平开放的步伐将产生长远的积极影响。《外商投资法》出台以

来，国内有很多学者从法学角度做了广泛的研讨，笔者尝试从国际经济学的角度阐述《外商投资法》对

中国外向型经济转型的影响。

二、中国对外开放模式转型的紧迫性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尽管中国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中国的对外开放模式也面临着重大
的转型。

（一）从发挥比较优势到培育竞争优势

在以往的对外开放中，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较低和土地资源丰富的优势，吸引了大量来自发达国

家和周围贸易伙伴国的投资，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以出口贸易推动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如今，中国劳动

力红利日益衰减，劳工成本上升，如图 1 所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从 2000 年的 9333 元增加
到 2017 年的 74318 元，增长了 6.96 倍。此外，能源、资源类产品成本攀升，环境成本增加，融资成本居
高不下。由此可看出，过去要素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

在失去传统比较优势的形势下，中国需要尽快培育起自身的竞争优势才能继续获取国际分工带来

的利益。中国在过去 40 年的发展中，已经积累起较好的产业基础以及人力资本，为下一步产业升级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国内环境看，工业化进程中积累的熟练劳动力、国际化教育培养出的现代化人才奠定了扎实的产

业升级基础，相对完整的产业供应链也为产业升级蓄势储能。但是必须看到，中国很多企业在以往发展

中呈现出注重结果的实用主义，长期竞争的理念不足；此外，要加快推进国内市场机制的完善，营造有利

于企业竞争的市场氛围。

从国际发展背景看，以数据智能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发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机器

人都是这场工业革命的重要标志，社会形态和商业形态将被重构，中国企业应该抓住历史机遇在一些有

条件的领域实现赶超。

（二）从追求顺差到进出口平衡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整体偏弱，需要进口大量的物资和机器设备，在对外贸易统计

中进口大于出口，出口贸易有很多是为了创汇以应付进口之需。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受外贸管
理体制改革以及人民币贬值推动，出口贸易增速发展，开启了中国长期的贸易顺差格局。如图 2 所示，
在中国 2001 年加入 WTO 之后，贸易顺差开始大幅度增加。

在当今纸币化的时代，贸易顺差意味着本国产品净出口，即经济资源净输出。对于处在全球化价值

链中、低端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贸易顺差就意味着是对国内资源的廉价开发。因此，这种模式是不

可持续的。

对中国来说，尽管以往实施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在充分利用闲置资源、扩大就业、促进技术升级、推动

工业化和城市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长期的贸易顺差不仅会带来对外贸易摩擦，而且使

我国贸易严重地依赖于中低端产品的出口。因此，中国必须要改变追求贸易顺差的传统观念，要寻求中



· 140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5 期

图 1 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2000–2017年）

（注：纵轴单位：元；横轴单位：年）

国贸易差额的动态平衡。

在出口方面，中国不要盲目追求数量上的扩张，要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上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以

增加出口贸易效益。在进口方面，我们以往比较重视先进技术、设备以及原材料的进口，解决生产所需，

提高国内企业生产率水平，这是符合国际分工基本规律的；在新的对外开放阶段，需要扩大消费品的进

口，既可以缓解日益严峻的贸易摩擦，又可以改善国内居民福利，有利于社会繁荣。扩大消费品进口，有

助于培养更加苛刻的消费需求，加大对国内企业的竞争压力，还可以提升中国消费群体的国际议价权，

这些都将推升国内市场的深度发展。

由图 2 可知，2016 年以来中国贸易顺差逐年下降，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之间已经开始呈现一种新
的关系。

图 2 中国进出口贸易规模及贸易差额（1978–2018年）

（三）从偏重“引进来”到双向 FDI联动

从实践上看，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发展是不同步的，有很长一段时

期中国政府把重点放在“引进来”上，直到 2000 年中国政府才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把中国对外投资
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并指出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其后，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快速增长（如图 3 所示），2014 年中国双向投资按现有统计口径首次接近平衡。
中国 IFDI 与 OFDI 成长于不同的背景，承担的使命也有较大差异。引进外资，首先解决了中国储

蓄和外汇“双缺口”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基本完成这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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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使命。其次是“以市场换技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开始实施，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技术
升级；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对外
投资虽说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即开始发展，但长期处于缓慢增长和调整发展阶段，直到 2005 年之后才开
始快速增长，2014 年成为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长期以来以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
和技术寻求型为主，随着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按照全球经营战略开始在全

球布局。

在下一个发展阶段，中国急需寻求 IFDI 与 OFDI 双向联动，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从宏观层面看，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结构性问题，低端产业生产过剩，高端产业生

产不足。以低端产品为主的中国出口贸易受阻，减缓了中国经济的前进步伐。以往中国主要通过内循环

政策来调整经济，着重从解决内需方面入手，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当前国际上贸易和投资联系越来

越紧密，推动 IFDI 与 OFDI 联动发展，在动态开放中优化经济结构，将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
问题。

其次，从经济增长方式看，中国过去 30 多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以大量剩余劳动的存在为前提的
投资依赖型经济增长方式，外资的进入起到了消化剩余劳动力的作用，但当大量剩余劳动力不再存在

时，经济增长也将更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当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渐渐缩小的时候，单纯地依

靠引进模仿国外技术已没有太多空间。为此，在继续推动自主研发和原始创新来实现技术进步的同时，

尽快调整引资政策，推动 IFDI 与 OFDI 联动发展以促进技术进步已成为一个重要举措。

图 3 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1985–2018年）

（四）从追赶先进到更广泛的参与

按照中心—外围理论 [3]（P13-20），世界经济秩序基本是一个中心—外围体系。美国及部分发达国
家位于中心区域，广大发展中国家位于外围区域。在这个体系里，外围国家吸引中心国家的外商直接投

资和扩大出口，消化本国的剩余劳动力并促进增长；中心国家则输出投资以及进口商品。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无疑是这个“中心—外围”体系中的外围国家。在长期的发展中，中国和处
于中心区域的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非常紧密的经贸关系。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

物贸易国，传统的“中心—外围”体系在结构上开始呈现变化，中国不再是仅仅作为一个外围国家参与世
界经济体系。

中国需要通过扩大消费品进口和引进优质外资，把国内市场建成更高标准的现代市场体系。中国应

当通过扩大对外投资，更加广泛地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体系。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不再是外围

国家的身份，中国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以及庞大的国内市场已经凸显出中心国家的特征。中国需要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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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舞台，在为世界经济做出更大贡献的同时，也更广泛的参与国际分工，参加国际规则的制定。

三、外资在中国对外开放模式转型中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对外开放模式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推动国内企业生产技术水平提高

如前所述，让外商投资进入中国最早是为了解决储蓄和外汇“双缺口”的问题，缓解国内资源不足。

但是，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的重要载体，不仅是一种资本的转移，更伴随着先进技术

和先进管理经验方法的转移。

首先，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作用。跨国公司向在中国的子公司（尤其是独资或控股公司）转让

技术的行为，客观上中国带来了直接的技术进步效应。这种引进新技术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

引进高技术含量的生产设备和加工工艺，改良落后的生产过程，直接提高国内企业某种产品的要素生产

率。二是引进高技术含量的新产品，国内企业可直接使用，省下研发的时间和经费，并带来相关产业技

术水平的提高。

其次，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作用。一是模仿效应。本土企业可通过对外资企业的观察或者直接

接触后，在生产、经营、销售各环节上，直接免费获取或模仿非专利性的基础科学知识与信息。二是人力

资本流动效应。跨国公司为了顺利打开东道国的市场大门，必定会雇佣和开发当地的人力资源。这些外

企员工日后若流动到国内本土企业，他们所掌握的技术、管理方面的知识也随之转移到本土企业中，而

且职位越高，掌握的技术管理知识就越多，对当地企业的溢出效应越明显。三是产业关联效应。跨国企

业通常会在当地采购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也会寻找产品的终端市场。在这一过程中，代理商、跨国公司

和供应商之间建立一定的商业关系，发生前后关联效应。四是研发费用分摊效应。对于在一些新发展起

来的先进领域中，本土企业本身不具备相应的研究能力，外资研发机构的进入，填补了技术的空白，能够

引导本土企业和研发机构进行高效的研究，少走弯路，同时降低研发费用，从而形成较大规模、有竞争力

的生产和技术能力。

在中国的引资实践中，直接技术转让效应不显著，这方面的问题也是近期中美贸易谈判的焦点之

一。国内企业在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中获取的大多是一些比较成熟的技术，很难涉及尖端技术。“以市场换

技术”的引进外资模式确实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起到了提升技术水平的重要作用，但随着中国企

业整体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这种效应越来越少。如图 4 所示，2000 年以来外资企业自用设备进口占外
资企业进口总量比重逐年下降，自 2015 年起该比重下降到 1% 以下，其技术进步效应已很难显现。
间接作用是一些溢出效应。几乎所有积极引进 IFDI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都期

望通过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来提高国内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和竞争能力。然而，来自发达国家 IFDI
中的知识或技术溢出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东道国能否吸收还取决于一定的条件。一般来说，母国和东

道国之间的知识技术差距越大，越不利于 IFDI 溢出效应 [4]（P110-116）。此外，外资溢出效应的产生
是内外资企业存在一定的技术差距并从中学习的过程，学习过程中需要内资企业具有从外部环境中识

别、消化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内资企业能否从外资溢出效应中获利也受制于内资企业自身吸收能力 [5]

（P119-133）[6]（P95-105）。从中国实践看，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升级更
多依赖自主研发推动，但企业吸收能力对 FDI 的技术溢出有正向拉动作用 [7]（P1334-1347）。
（二）带动贸易发展

根据 Lipsey 等学者的观点 [8]（P285-302），不同动机的跨国投资对东道国贸易的影响机制存在差
异，垂直型跨国投资容易使附加值较低的加工制造业转移至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相对低廉的东道国，后者

将被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形成“大进大出”的产业分工体系，对外贸易则得以大幅度上升。而水

平型跨国投资往往是为了规避贸易费用，对东道国出口贸易规模产生相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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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自用设备进口情况（2000–2018年）

改革开放初期，外资的进入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缺口，也带来了一些先进技术，这些有益

于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外资对中国外贸的

发展带来多层次的影响。一方面，外商投资看中的是中国国内市场，其投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

贸易的替代；另一方面，外商投资看中的是中国要素市场，跨国资本与中国优势资源相结合来组织生产，

再向国际市场销售产品，由此拉动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见图 5）。如图 5 所示，中国加入 WTO 之
后，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均呈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其贸易规模占全国贸易比重一度接近 60%，反映了
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对外贸易活动中的重要贡献。但是，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外商投资企业
贸易规模增长势头减缓，多年来一直处于起起伏伏之中，外商投资占全国对外贸易额的比重整体呈下降

趋势，到 2018 年接近 40%。
我们认为，中国已经跨越了依靠外资发展加工贸易以带动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国在下一个

阶段要继续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只有这样，一方面，有助于提升中国供给侧的能力、深化国内市场改

革；另一方面，可借助外资的力量提高产品质量，争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获取更多的国际分

工利益。

图 5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及占全国比重（2000–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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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进对外投资发展

如上文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发展的步调是不一致的。中国在改革开放早

期相对注重引进外资的发展，进入 21 世纪后，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稳步上升、外资质量逐步升级的
同时，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同属于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时间上的继起性很

容易令人联想到引进外资的发展是否推动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

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认为，企业具有显著的垄断优势时才能开展对外投资 [9]（P285-302）。尽管已
有的研究较多地论及发达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条件，且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往往处于

较弱的地位，很难开展对外投资，但是现有的国际直接投资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通过模仿

外国企业在东道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并对这些技术进行局部改进或进一步创新，再以改进或创新的

技术为基础进行自身的对外直接投资。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投资会造成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

技能的溢出，进而增加当地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从而促进东道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促进东道国企业价值链升级，但能否推动其对外投

资，却依赖于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结构。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UNCTAD）把全球价值链嵌入分为上
游嵌入和下游嵌入 [10]，分别对应该国为其他国家出口所提供的中间品增加值以及本国出口中所使用的

外国增加值。上游嵌入程度越高则表示其在价值链中的主导力越强，对外直接投资能力越强；反之则在

价值链中处于被控制的地位，陷入“低端锁定”，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展开 [11]（P72-84）[12]（P68-84）。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目的呈现多样性。资源寻求型投资以及由于成本差异而转移到国外的水平型生

产投资，受引进外资的作用较小。而考虑产业链分工布局的垂直型生产投资以及技术寻求型投资，则在

很大程度上受到引进外资的推动，但其作用发挥受中国企业自身在国际价值链中地位的影响。

（四）融入国际规则

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中国越来越开放，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
上，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中国企业需要发挥自身的传统优势，同时又要能更加

融入国际商业体系中去。首先，要尊重各国文化背景，要理解各国业已存在的社会平衡模式；其次，要有

全球化的逻辑和视野，要有处理国际危机的机制和人力；再次，要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和维护。

长期以来，我们很多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更多是本分地做好生意，尽量规避各种风险。作为弱者、

外来者，这样做无可厚非，也谋得了一些发展的机会。但是，长此以往的话，这些企业会一直游离于主流

的国际社会，很难深入到高层次的国际合作中去。

相比较而言，外商投资企业无论是企业文化、伦理还是发展目标，都更加贴近主流国际规则。通过与

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与合作，有助于中国企业理解和掌握国际经济秩序，在提高企业经营效率的同时，

更多地融入国际生产体系。

四、《外商投资法》对中国对外开放模式转型的促进作用

《外商投资法》的颁布与实施，将极大地促进中国对外开放模式的转型，具体功能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推动制度型开放形成，促进开放模式升级

中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经济特区 → 沿海开放城市 → 沿海经济开放区 → 沿边、沿江地带 → 内
陆省会城市、地区”的区域推进路径，形成了多层次开放格局。与之相对应的，开放模式也经历了“政策

型开放 → 商品及要素流动型开放 → 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渐次发展路径 [13]。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企业整体实力相对落后，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此背景下，国家相继

设立了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区、沿边开放、沿江开放等特殊经济区域，实施不同的特殊开放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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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由点到线，逐步扩大受惠面，通过非均衡发展战略推动了一些地区先发展起来，同时也培育了一些有

实力的大企业。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企业实力不断提升，客观上要求推进市场机制的建设，构造有利于企业

发展的竞争环境；特别是随着中国不断兑现申请加入 WTO 时所做的承诺，市场越来越开放，对外开放
深入到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模式，并由此开启了一段中国对外贸易、引进外资高速发展的历程，逐步

发展成为一个经济总量排世界第二、货物贸易排世界第一的大国。

在国际上，中国成为一个体量极大的经济体，极大地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但同时中国也

应该承担起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大国责任。在国内，中国也面临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经济与社会协调发

展的需求。因此，中国应着眼于未来发展，进一步升级中国对外开放模式，使中国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

阶段。

《外商投资法》作为一部外资基础性法律，其出台理顺了外商投资法律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关于技

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和政府采购中的平等机会等方面的规则顺应了当前更高水平开放发展的需要。对

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意味着中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用法

律手段保障外商投资政策稳定、透明度和可预期性，这将进一步提振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为新形势

下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特别是在法律层面上保障中国更

高水平开放有规可循、有法可依，推动中国制度型开放模式的发展 [14]（P1-13）[15]。

（二）构造竞争中性环境，实现开放模式实质变更

作为中国专门的外资法典，《外商投资法》将专注于中国政府对外商投资的促进和保护。从促进层

面看，《外商投资法》在原则上规定国家实行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

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明确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平等适用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平等

参与标准制定工作和政府采购活动；从保护层面看，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产权保护，强化对涉及外商

投资规范性文件制定的约束，明确地方政府守约践诺，并逐步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维权机制。

从本质上讲，中国《外商投资法》强调构造竞争中性环境，从准入前到准入后均实施国民待遇。中

国引进外资到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即将到来时，许多领域需要良好的竞争环

境来培育新进入的产业。《外商投资法》不仅有助于带来新的管理意识，可鼓励国际企业进入中国进行

投资或研发，而且《外商投资法》的实施有助于营造法治化的市场环境，有利于以竞争促进中资企业做

大做强。

在新的对外开放阶段中，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关键。对外开放模式的转变，实质就是要打造有利于

企业成长的自由竞争环境，把中国企业做大做强。《外商投资法》的出台，既是对以往中国对外开放实践

在制度上的一种肯定，又是中国在升级到更高开放水平上的一种基础性顶层设计。

（三）实现高质量外资“引得进，留得下”，保障开放模式顺利转型

外商投资在中国“需求决定型”经济增长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提高了闲置资源的利用效率，

实现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但是在中国“供给决定型”经济增长阶段，中

国需要高质量的外资进入，以此推动中国企业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实现新时期中国产业的升级和

对外贸易的转型。

在中国具有廉价要素的时期，外资进入主要是看中低廉的生产成本，一旦这些条件不存在了，这些

外资就会撤走。高质量的外资，更看重的是稳定的投资环境，希望能得到持续稳定的保护。《外商投资

法》以及未来配套法规的出台，奠定了高质量外资“引进来、留得住”的法律基础，有助于中国开放模式

顺利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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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挥规范管理的示范性，助推开放转型的加速发展

《外商投资法》只是一个基础性法律，还有很多辅助性的法规需要完善，包括投诉工作机制、与现

行法律的衔接，还有商务、工商、税务、外汇等部门的联动机制。随着《外商投资法》实施的日益临近，这

些辅助性的法规都会陆续出台，对外开放也将面临越来越规范的制度环境。

此外，《外商投资法》的实施也要求地方政府在管理过程中转换思路，从原来注重投资规模转向注

重营商环境；从原来的过多干预转向构建竞争中性的市场环境，在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等方面都要注重

契约规则。

五、中国对外开放模式转型的实现途径

《外商投资法》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实施，其必将助推中国对外开放法制化管理的日益完善。与
这个话题相关的“准入前国民待遇”“竞争中性”“制度型开放”等，都指向了市场规则和管理规范，目的在

于以更好的营商环境来迎接中国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因此，按照《外商投资法》的相关规定，全力推

动中国对外开放模式转型，宜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推动全面开放，提升中国经济自然增长率

对外开放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 30 多年的快速增长，目前面临着资源瓶颈
以及资源配置机制效率不高的约束，需要通过继续开放来解决这些问题。与原先注重贸易顺差、引进外

资发展加工贸易的对外开放模式不同的是，新时期的对外开放强调进出口贸易平衡、双向 FDI 联动发
展，改进资源配置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提升经济自然增长率。

（二）遵循国际规则，建立更高标准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在现阶段，中国内部面临传统资源优
势渐渐消退和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的不利形势，在国际上又遭遇着日益严峻的贸易摩擦。因此，一方面，

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市场机制改革，理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将竞争性资源的配置交还给市场；另一方

面，中国要遵循国际规则，特别是中国企业和政府部门要加深对国际规则的了解，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对

外开放。

（三）发挥大国作用，树立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典范

过去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秉承“韬光养晦”，在“中心—外围”体系中，发挥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发
展。但是，新时期中国面临的内外环境均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国际分工格局不利于中国发挥应有的

作用。

因此，中国应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的国际舞台，广泛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并使

之成长为强势货币，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日益成长为“中心”国家，为国际分工体系增添活力。

总之，《外商投资法》向世界发出了新的声音，中国将会进一步开放，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支持力量，

与世界各国合作走一条共同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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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Opening-up Mode
from Chinese Foreign Investment Law

Zhong Changbiao (Ningbo University)

Abstract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ve pushed China’s economy from closed to open viewed from the
overall trajectory of China’s opening up practice over the past 40 years. China’s opening up has moved forward
whether it is from its own practice or it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 new journey of
comprehensive openness and high level of openness requires the promotion of institutional opennes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In 2018, the “Special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Foreign Investment Access (Negative List)” was introduced as a special foreign-invested code, which introduced
China’s foreign-funded basic laws and complied with China’s foreign investment legal system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improvement and objective requirements for developm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e-entry
national treatment plus negative list management system for foreign investment means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China’s foreign investment management system; using legal means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transparency and
predictability of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ies will further boost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The confidence of
the market will provide a more powerful rule of law guarantee for further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actively and effectively utilize foreign capital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It will also promote a higher level of
openness and regulation on the legal level, and have laws to follow, and promote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open mode.

Key words Chinese Foreign Investment Law;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market rules; FDI; foreign
investment management; foreign trade; pre-entry national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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